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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其自然”还是“防患未然”：劳动力流动

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

刘泰星 1 尹志超 2

摘要：中国农村家庭经济风险复杂多变，财务脆弱问题明显，农村家庭具有强烈的风险防范动机。

本文利用 2015年、2017年和 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

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分

类型看，劳动力流动可以显著促进农村家庭商业人寿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与程度，并显著提高农

村家庭各类商业保险的参保金额；机制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收入增长与财富效应，满足了农

村家庭为应对健康风险、养老风险、收入风险等不确定性而购买保险的资金需求，从而促进其商业保

险参与；进一步研究发现，亲缘关系网络的强化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改善能够有效弱化劳动力流动对农

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本文研究为全面认识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视角，

对更好防范和化解农村家庭风险、提高农村家庭财务韧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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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不容忽视的贡献（程名望等，2018）。农村劳动

力流动隐性壁垒的逐步放松，使亿万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保障了农民最基本的平等发展权

利（魏后凯和刘长全，2019），在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李周，2019），大大改善了农村

家庭的生计和财务状况。由于风险冲击时有发生而农村家庭风险防范能力不足，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家

庭财务状况的改善可能会强化农村家庭的风险管理动机（李丁等，2019），使农村家庭更好地熨平风

险和抵抗不确定性的冲击。保险是家庭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其中，社会保险提供的是对居民生产生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家庭经济风险测度、成因及外溢性研究”（编号：21&ZD087）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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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基本保障。农村居民的社保参与以“新农合”“新农保”为主，这些保险的参保要求较低且保障

标准较低
①
。虽然商业保险保障标准较高，能够满足不同类型的风险防范需求，但是通常需要相关主

体具备一定的收入或财富水平。作为改善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的重要渠道，劳动力流动可能会对具有更

高保障标准的商业保险参与产生重要影响。从学术研究来看，有文献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商业保险参与

具有促进效应（高立飞和王国军，2021），也有文献认为存在抑制效应（贾昊文和王晓全，2019）。

然而，两支文献对于具体的影响机制的探讨均较为薄弱。基于上述现实背景和研究进展，本文试图研

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并探讨具体的影响机制。

商业保险是一种重要的风险防范工具，具有社会保险难以达到的保障标准，能够为满足社会多样

化的保障需求提供有益补充（李晓等，2021）。近五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社会服务

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关于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等政策文件，旨在将商业保险

发展成为国民保障体系的关键支柱，从而构筑起多层次的民生保障网。自 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

以来，中国保险行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差距。2022年，中国保险业原保险

保费收入增长至 4.7万亿元
②
，较 2010年的 1.45万亿元

③
有明显提高。但是，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仅

分别为 3326元和 3.88%，与美国同期的 5981美元和 7.82%相比，差距明显
④
。此外，中国城乡间商

业保险参与程度也存在较大差距，但是，农村家庭参保比例保持上升态势。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2015－2021年数据进行的测算表明，城镇家庭商业保险参保比例高于农村家庭，而农村家庭参保比

例稳步提升，已由 2015年的 8.69%增长至 2021年的 13.04%。

本文关注商业保险参与而非社会保险参与，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中国的社会保险体系正由

广覆盖向全覆盖发展，仍然未参保的个体占比很低，研究社会保险参与问题的边际贡献不足。2022年，

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3.4亿，在全国总人口中的覆盖率达到 95%以上
⑤
；截至 2023年 9

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6亿⑥
。然而，中国商业保险参保比例依然偏低，探究其影

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劳动力流动是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社保参与门槛低、支出

①
根据 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测算，农村居民参与职工医疗保险、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分别仅为参与“新农合”

“新农保”人数的 5%和12%，农村居民社保参与仍以“新农合”“新农保”为主。

②
资料来源：《2022年12月全国各地区原保险保费收入情况表》，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

docId=1093184&itemId=954&generaltype=0。
③
资料来源：《2010年 1－12月全国各地区原保险保费收入情况表》，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

html?docId=371396&itemId=954&generaltype=0。
④
资料来源：《中南大：2023中国保险发展报告》，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roll/2023-06-14/doc-imyxerrt4224061.shtml。

⑤
资料来源：《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4亿》，https://www.gov.cn/govweb/lianbo/bumen/202307/content_6891049.htm。

⑥
资料来源：《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10.6亿人》，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1211463841309386&wfr=

spider&for=pc。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93184&itemId=954&generaltype=0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93184&itemId=954&generaltype=0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371396&itemId=954&generaltype=0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371396&itemId=954&generaltype=0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roll/2023-06-14/doc-imyxerrt4224061.shtml
https://www.gov.cn/govweb/lianbo/bumen/202307/content_6891049.htm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1211463841309386&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1211463841309386&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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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社保参与行为并不会产生明显的带动作用。商业保险支出金额较高，

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第三，尽管社会保险覆盖面很广，但保障力度不足。商业保险作为一种较高标

准的保障机制，能够帮助农户更好抵御风险（王春超和袁伟，2016），在劳动力流动这一重要背景下

值得对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展开深入的论证分析。本文从劳动力流动角度切入，系统分析和研究农村家

庭的商业保险参与决策。这对进一步拓宽商业保险市场、提升商业保险服务效率、完善多层次保障体

系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逻辑来看，针对劳动力流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

劳动力流动能够促进家庭商业保险参与（高立飞和王国军，2021）。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既能够提

升家庭收入（Gao et al.，2020）、缓解家庭的流动性困境（尹志超等，2021a），也能够促进外出农民

工与不同群体的社会互动，延伸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边界（王春超和周先波，2013），从而对商业保险

参与产生促进作用。第二种观点是，劳动力流动会抑制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带

来的收入增长和财富效应被视为应对风险的有效方式（贾昊文和王晓全，2019）。这会减弱农户的风

险厌恶和风险规避意识，而农户的风险规避态度是增加其保险购买需求的重要因素（尚燕等，2020）。

商业保险参与是一种重要的家庭金融决策，受参保能力和参保意愿的综合影响。与城镇居民相比，

农村居民收入依然偏低、财富增长速度缓慢，农村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保能力仍受限制。与此同时，农

村家庭面临的风险却维持在较高水平，例如由身体状况恶化和突发医疗事件所引发的健康风险，由丧

失劳动能力且缺少赡养和生活来源而引发的养老风险，以及由收入波动大且收入水平低所引发的收入

风险等。这些风险对农村家庭构成了严重的风险隐患，也成为参保户最希望通过保险进行分散的风险

（孙蓉和何海霞，2015）。风险暴露会对家庭的风险承担、消费行为、收入增长等产生负面影响（王

小龙和何振，2018），从而提高农村家庭的风险防范动机和参保意愿。整体来看，农村家庭参保意愿

强烈，但参保能力不足，出现“空有需求但无参与”的局面（马九杰等，2021）。作为改善家庭财务

状况和促进财富积累的有效方式，劳动力流动能否满足农村家庭为抵御不确定性而购买商业保险的资

金需求，从而对商业保险参与产生促进作用？

利用 2015年、2017年和 2021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

数据，本文系统研究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及其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与仅有的几篇探讨劳动力流动对商业保险参与影响的文献相比，本文基于

风险防范动机，将参保意愿和参保能力相结合展开系统研究，为理解劳动力流动影响商业保险参与的

效应和机制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解释；另一方面，本文也为公共服务保障和亲缘关系网络等正式或非正

式的保障性安排在降低农村家庭风险防范动机中的重要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

在当今中国，大量农村劳动力放弃农业生产选择外出务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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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出农民工人数达到 1.77亿，与有统计以来的 2008年相比，增长了 3125万人
①
，总量延续增长态

势。一方面，通过劳动力流动，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孙文凯等（2007）研究发现，劳

动力流动对低收入农户的收入增长率产生了更大的提升效应，产生了帮贫、扶贫的效果。总体来看，

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取的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Gao et al.，2020）。农村劳动力

流动带来的收入提高能缓解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资金约束，对农村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具有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也是一个建立和拓展社会资本的过程。王春超和周先波（2013）认为，外出农

民工可以与不同群体进行社会互动，与其他社会群体互相学习，从而扩大社会网络、积累和拓展跨越

型社会资本。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信息搜寻成本也将降低，信息获取效率也能够得到提升。这对于

家庭在互动中了解商业保险、建立对商业保险的信任、促进商业保险购买具有重要作用（王泰等，2022）。

贾昊文和王晓全（2019）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财富效应是风险防范

的有效方式，能够抑制商业保险参与。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23年，外出农民工月

均收入为5441元②
。在覆盖日常生活开支、子女教育支出和父母赡养支出等各类花费后，农村家庭很难

剩余足够的储蓄来抵御风险。风险事件一旦发生，会导致农村家庭的现金存量迅速减少，使农村家庭的

生活水平变差（王文略等，2019）。此外，从社会保险的角度来看，尽管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很广，但保

障力度不足，保障缺口依然很大（Xuet al.，2023）。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21年有住院成员

的家庭年住院支出高达21240.72元，而社会医疗保险平均报销额度仅9192.58元，这意味着平均有一半

以上的花费需要由家庭来承担。整体而言，储蓄和社会保险很难为家庭提供充分的风险保障机制。劳动

力流动以后，其家庭更可能通过配置商业保险来进一步分散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具有促进作用。

（二）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机制

商业保险是以营利为目的而建立的保障机制，提供的是比社会保险种类更多元、权责更明确、保

障更充分的保险服务。商业保险参与有两大特点。第一，防范风险是参与商业保险的根本原因。在被

保险人自愿参与的基础上，商业保险发挥的功能主要是以较高的保障标准帮助被保险人分散风险、弥

补损失。商业保险的保障力度通常较高，能够有效抵抗风险。因此，当家庭面临较高的风险隐患或是

家庭内部保障功能弱化时，家庭对商业保险的需求会增加（邹静娴等，2023）。第二，商业保险参与

是一类支出较高的消费型或投资型决策。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21年有商业保险支出的农村

家庭年均保费支出金额达到 6026.67元，与农户平均 46966.83元的年收入相比，仍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综合来看，风险防范动机和购买能力是商业保险参与的关键因素，二者缺一不可。

从风险防范动机来看，家庭可能会面临各种类型的重大风险，意想不到的不利冲击可能会严重损

①
资料来源：2023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

2024/0229/c1004-40185933.html；2008年数据来自《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iple.cass.cn/ldjjxzt/ldlscdt/201004/

t20100419_1949023.shtml。
②
资料来源：《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增加 191万人》，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5/content_6948807.htm。

http://iple.cass.cn/ldjjxzt/ldlscdt/201004/t20100419_1949023.shtml
http://iple.cass.cn/ldjjxzt/ldlscdt/201004/t20100419_19490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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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家庭福祉，这些风险对发展中国家的家庭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Xu et al.，2023）。根据一项对全国

八个省份的保险参与度调查，参保户最希望通过保险分散的风险是健康风险、养老风险以及农业灾害

冲击下的收入损失风险（孙蓉和何海霞，2015）。从购买能力来看，劳动力流动能够通过改善家庭的

财务状况来提高其购买商业保险的经济能力。作为促进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有效方式，劳动力流动能

够提高家庭收入（Gao et al.，2020），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尹志超等，2021a），提高家庭商业保

险的购买能力。然而，各种类型的风险在风险性质、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针对

不同类型的风险，劳动力流动以后，其家庭是否会相应调整商业保险的参与决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对主要的几类风险展开具体研究。首先，健康风险取决于个体当前和未来

的健康状况（何兴强和史卫，2014），通常具有“低频率高损失”的特征。家庭一般会通过预防性储

蓄和医疗保险来应对家庭成员的健康风险。例如，尹志超等（2020）发现，当家庭成员面临较高的健

康风险时，劳动力流动会促进家庭进行预防性储蓄。从医疗保险来看，农村居民参与的社会医保类型

大都是新农合。然而，新农合仅能覆盖部分医疗支出，保障力度较低。而且，新农合参保金额较低，

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劳动力流动对新农合参与决策也不再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岳崴等（2021）认为，

商业医疗保险在帮助个体应对健康风险的过程中具有比社会医疗保险更大的作用。当家庭面临较高的

健康风险时，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收入增长可能会促进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其次，养老风险取决于个人

自理能力、家庭赡养义务和社会福利水平。农村居民收入低导致储蓄积累少，而社保体系也不够健全。

平均来看，已达到新农保领取标准并已经领取新农保的农村老年人月领取额仅 250.34元①
，仅能维持

老年人的基本开支，老年人依然倾向于从家庭获取抵御风险的资源。然而，家庭在经济支持、生活照

料等方面的养老功能在持续弱化（于长永等，2017），从而引发了养老风险的应对难题。养老风险会

加剧农村老年人的生计压力，严重者还会危及农村老年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此，对养老风险较高的

家庭而言，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收入增长会促使家庭购买商业保险以应对养老风险。最后，收入风险指

收入损失风险或收入波动风险。对农村家庭而言，外出务工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这使其收入

波动大、失业风险高（李飞和杜云素，2013）。农业生产活动还面临较高的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农

村家庭总体的收入风险也较高。与此同时，在农村劳动力市场尚不健全、农民工就业市场尚不规范等

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农村劳动力很难依托工作单位参与失业保险，社会保险体系难以为家庭平滑收入

风险提供有效的保障。严重的收入风险会极大影响家庭的正常运转，为了应对这种收入风险，家庭往

往会采取预防性储蓄（Ceritoğlu，2013）或购买商业保险（尹志超等，2021b）等方式平滑收入流，进

而保障家庭消费的平滑。由此可见，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收入增长能够满足家庭为应对收入风险而购买

商业保险的资金需求，从而促进其商业保险参与。

综合来看，健康风险属于突发性支出冲击，冲击影响迅速，严重时会危及生命，并引起家庭财产

的损失；养老风险和收入风险主要是收入冲击，这种冲击较弱，但影响的持续性较强，因此对家庭也

会造成较大的财务压力。无论是哪一类型的风险事件，一旦发生，都会使家庭承受财务压力，对家庭

①
根据 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测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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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常运转造成不利影响。在风险隐患较高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家庭财务状况改善会使家庭

采取风险防范措施以抵御未知风险。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2：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收入增长，能够满足农村家庭为应对由健康风险、养老风险、收入风险等

造成的不确定性而购买商业保险的资金需求，从而促进其商业保险参与。

（三）劳动力流动、亲缘关系网络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在农村社会，亲缘关系网络是一种广泛存在的非正式保障机制，在促进信息传播共享、提高风险

应对能力等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以亲缘关系为联结而建立的宗族网络在维系宗族成员间的合作、规

范宗族成员与非成员间的互动中具有重要作用（Greif andTabellini，2017）。即使在当今社会，宗族在

抵御风险方面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仇童伟和罗必良，2023）。风险防范动机是商业保险参与的根本

原因。当拥有紧密的亲缘关系网络时，家庭可以通过亲缘关系网络将风险进行分散，而不必通过商业

保险来对冲风险。在健康风险冲击中，亲缘关系网络可以提供转移支付或无息低息资金支持，帮助家

庭有力抵抗由健康风险冲击造成的财务压力；在养老风险冲击中，亲缘关系网络也能够为家庭提供财

务支持，并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给予生活帮扶，减少对家政护工等的需求，降低养老风险；

在收入风险冲击中，亲缘关系网络也能够通过社会互动和交流共享有益信息，帮助家庭就业创业（仇

童伟和罗必良，2023），从而平滑收入风险。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在中国农村社会，亲缘关系

网络对风险防范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降低流动人口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中可能具有重要影响。根据上

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3：亲缘关系网络能够弱化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

（四）劳动力流动、公共服务质量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公共服务主要由政府部门提供，其作用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对农村居民而言，五保供

养制度、低保制度等均属于基础性的公共服务保障，可以确保农村居民至少享有最低的保障标准。例

如，五保供养强调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在这些方面对五保对象给予生活照料。获得供养

是五保对象的单方面权利，而享受社会保险权益的前提是履行缴费义务。因此，五保供养比社会保险

具有更多的保障性特征。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五保供养制度也由生存保障型向发展服务型转变

（韩鹏云，2015），保障机制更加完善，保障范围更加广泛。对农村家庭而言，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

系的完善是一种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和托底手段，能够为家庭尤其是脆弱性较高的家庭提供外部保护

网，在很大程度上将家庭的养老风险、健康风险等不确定性因素转移至公共服务体系，从而极大降低

家庭对其他保障措施的需求。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在家庭风险防范中扮演重要角色，对弱化农民工家

庭商业保险参与也可能具有重要影响。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4：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能够弱化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本文借助 2015年、2017年和 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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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CHFS是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起的家庭抽样调

查项目，自 2011年起每两年执行一次，截至目前已完成七轮采集工作，内容涵盖支出与收入、资产与

负债、保险与保障、金融知识与主观评价、人口统计学特征等信息。本文使用 2015年、2017年和 2021

年的数据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2015年、2017年和 2021年的数据包括本文研究所需的关键变量；

第二，2019年的问卷仅询问了城镇受访者当前的工作状态，无法完整识别农村受访者的工作状态。此

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将 2015年和 2017年数据进行合并时有 9524户家庭匹配成功，而将 2021年数

据与 2015年和 2017年数据进行合并时仅有 2860户家庭匹配成功，将 2021年数据纳入分析可能出现

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因此，本文将包含 2021年数据的分析结果汇报于稳健性检验部分，并将 2015

年和 2017年的农村样本数据作为基准数据展开实证研究，两年共计 19048个观测值。

（二）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商业保险参与。本文参照李晓等（2021）的做法，如果农村家庭中有成员购买了商

业保险，则将商业保险参与变量赋值为 1，否则为 0。同时，本文也定义了商业保险参与比例和商业保

险参保金额变量，前者指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成员在家庭总人数中的占比，后者指家庭购买商业保险所

花费的金额。此外，本文也分别定义了商业人寿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两类保险的参与和参保金额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流动。参照国家统计局标准以及贾男和马俊龙（2015）的做法，本文根

据个人的户口所在地与常住地的差异、就业状态、户籍类型以及年龄等特征定义劳动力流动。具体来

说，本文将年龄在 16～70岁、具有农业户籍、有工作但常住地与户籍所在乡镇不一致的个体定义为

劳动力流动个体。这样定义，有以下几个层面的考虑。首先，从年龄来看，16～70岁这一区间的选择

具备合理性。一方面，从 16岁的标准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个体满 16周岁即可被

用人单位雇佣；另一方面，从 70岁的标准来看，农村居民通常并无严格的退休年龄标准，只要有比

较合适的就业机会，即便年满 60周岁，他们仍然会选择继续工作。而且，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

民收入偏低，通常需要持续赚取收入来维持家庭生计和未来养老消费。因而，本文将 70岁作为劳动

力流动个体的年龄上限
①
。其次，国家统计局对外出务工者就业状态的界定标准是在外从业，即有工

作的个体。最后，从户口所在地与常住地的差异来看，国家统计局对劳动力的“外出”给出了明确的

地理界定，将外出农民工界定为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外从业者，将本地农民工界定为在户籍所在乡

镇地域以内从业者。基于上述分析，如果家庭中有劳动力流动个体，则将家庭劳动力流动变量赋值为

1，否则为 0。此外，本文还分别定义了劳动力流动人数和比例变量
②
。

3.控制变量。借鉴秦芳等（2016）、李晓等（2021）、张浩等（2023）相关文献的做法，本文选

①
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尝试使用不同的年龄区间进行估计，例如将年龄区间调整为 16～60岁、20～60岁、20～70岁

等，研究结果保持稳健。

②
将劳动力流动比例定义为家庭 16岁及以上的个体中劳动力流动的人数占比。在计算该变量时，本文剔除了16岁及以

上的个体中仍在上学和参军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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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户主、家庭和区县
①
层面的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户主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100、

性别（男性赋值为 1，否则为 0）、婚姻状况（已婚赋值为 1，否则为 0）、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得

分（将健康状况得分分为非常不好、不好、一般、好、非常好，分别赋值 1～5的整数）、社会医疗

保险参与（参与赋值为 1，否则为 0）和社会养老保险参与（参与赋值为 1，否则为 0）；家庭特征变

量，包括家庭规模、16岁以下孩子数量占家庭总人数的比例、60岁以上老人数量占家庭总人数的比

例、家庭非外出务工收入的对数、家庭净资产的对数；区县特征变量，即区县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

同时，在计量模型中本文还控制了家庭和年份固定效应
②
。

（三）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具体模型为：

o it it it ct i t itC mminsu Mig X Z               （1）

（1）式中：i代表家庭，c代表区县，t代表年份， o itC mminsu 是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参与比

例及参保金额变量， itMig 是家庭劳动力流动、人数及比例变量， itX 是户主和家庭层面的特征变量，

ctZ 是区县层面的特征变量， iγ 是家庭固定效应， tλ 是年份固定效应， it 是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结果

表 1汇报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表 1（1）列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对

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经济意义上看，劳动力流动使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的均值提高了 0.0236，这一数值分别为 2015年和 2017年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样本均值的 25.29%和

19.49%，经济意义显著。（2）列和（3）列分别为将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更换为劳动力流动人数和比

例的估计结果，结果依然稳健。

表 1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FE FE FE IV-FE IV-FE IV-FE

劳动力流动 0.0236*** 0.1671**

（0.0069） （0.0674）

劳动力流动人数 0.0129*** 0.1081**

（0.0041） （0.0441）

劳动力流动比例 0.0515*** 0.3988**

（0.0149） （0.160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①
这里所讲的区县，包括市辖区、市辖县和县级市。如无特别提及，后文均在此意义上使用该词。

②
篇幅所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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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19048 19048 19040 19048 19048 19040

组内R2 0.0211 0.0209 0.0212

Davidson-MacKinnon检验p值 0.0244 0.0210 0.0216

一阶段估计结果

一阶段F值 58.52 44.96 42.64

一阶段工具变量 t值 11.99 10.77 11.21

注：①***和**分别表示1%和5%的显著性水平。②FE和 IV-FE估计中，括号内分别为聚类到村庄层面的稳健标准

误和异方差稳健标准误。③本文运用Conley et al.（2012）提出的近似零方法检验了近似外生条件下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的

稳健性，结论保持稳健
①
。④本文也尝试使用同一区县内被抽取到的其他村庄同收入组别劳动力流动的比例作为工具变

量进行估计，结论保持稳健
②
。

尽管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消除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并尽可

能多地控制了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因素，但仍可能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干扰而引起估计偏差。从遗

漏变量来看，性格特征不仅会同时影响劳动力流动和商业保险参与，而且性格通常难以准确观测，还

可能会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从逆向因果来看，与已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相比，未购买商

业保险的家庭更有动机安排成员外出务工，并将所赚取的部分收入用于防范风险。然而，固定效应模

型无法消除上述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Rozelle et al.（1999）、尹志超

等（2020）的研究思路，根据村庄收入的中位数将样本家庭分为两组。同时，采用同村庄且同收入组

别的其他家庭劳动力流动的比例作为观测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从相关性来看，外出

务工地的就业和收入信息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家庭的亲戚关系等社会关系是重要的信息

来源（王春超和周先波，2013），同区域内劳动力流动的比例越高，家庭通过社会关系掌握的有效信

息就越多，家庭劳动力流动的比例也就越高；从外生性来看，其他家庭的劳动力流动对观测家庭的商

业保险参与而言具有较好的外生性，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表 1（4）～（6）列报告了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以（4）列的估计结果为例，Davidson-MacKinnon

内生性检验结果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劳动力流动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一阶段估计的 F

值为 58.52，超过 10%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从而可以排除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工具变量估计

系数的 t值为 11.99，在 1%的显著性水平意义上显著，表明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

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意义上显著。这说明，在克服内生性问题

后，本文的研究假说H1依然成立。在（5）列和（6）列，本文更换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进行估计，估

①
篇幅所限，结果汇报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2。

②
篇幅所限，结果汇报在《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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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二）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尝试延长样本时间跨度，将 2021年的数据匹配到 2015年和 2017年的样本中。结果

显示，劳动力流动依然能够显著促进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
①
。其次，本文尝试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商

业保险参与比例，估计结果证实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②
。再次，考虑到同一区县范围内家庭之间的经

济决策可能存在相关性，本文将标准误的聚类范围由村庄扩大至区县层面，估计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③
。

最后，考虑到保险宣传、互联网保险产品的推广对保险购买的影响（王正位等，2023），本文定义了

商业保险营销变量，并将数字保险发展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本文数据相匹配，通过进一步

控制这些可能影响商业保险参与的因素，来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具体而言，一方面，本文将村庄

内是否有保险机构作为商业保险营销的代理变量，结果显示，基准结论并未受到影响
④
。另一方面，

回归所用数字保险发展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构建的指标来衡量。

具体而言，本文将 2014年和 2016年的指数与 2015年和 2017年的CHFS数据相结合进行估计。估计

结果表明，虽然数字保险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但并未对本文的基

准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
⑤
。

（三）进一步分析

1.区分商业保险类型。常见的商业保险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等，本文根据CHFS数据提供的

商业保险类型信息，定义了商业人寿保险参与和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变量，考察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

庭不同类型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表 2汇报了估计结果。表 2（1）～（3）列汇报了劳动力流动影响

商业人寿保险的估计结果，（4）～（6）列汇报了劳动力流动影响商业健康保险的估计结果。结果显

示，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人寿保险参与和商业健康保险参与产生了促进作用。从经济意义上看，

劳动力流动使农村家庭商业人寿保险参与的均值提高了 0.0096，分别为 2015年和 2017年农村家庭商

业人寿保险参与样本均值的 20.69%和 21.77%；劳动力流动使农村家庭商业健康保险参与的样本均值

提高了 0.0055，分别为 2015年和 2017年农村家庭商业健康保险参与样本均值的 18.58%和 11%。需要

补充说明的是，在表 2（4）列，劳动力流动变量未通过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劳动力

流动变量包含的信息未能充分反映家庭的劳动力流动规模。使用劳动力流动人数和比例变量进行回归

时，估计结果（见表 2）表明，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促进家庭的商业健康保险参与。

①
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详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4。（1）列汇报了三期

平衡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

②
结果详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本文附录中附表4的（2）列。

③
结果详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本文附录中附表4的（3）列。

④
结果详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本文附录中附表4的（4）列。

⑤
结果详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本文附录中附表4的（5）列和（6）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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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村家庭商业人寿保险和健康保险参与的估计结果

变量
商业人寿保险参与 商业健康保险参与

（1） （2） （3） （4） （5） （6）

劳动力流动 0.0096** 0.0055

（0.0040） （0.0048）

劳动力流动人数 0.0052** 0.0054*

（0.0024） （0.0029）

劳动力流动比例 0.0172* 0.0210**

（0.0091） （0.010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19048 19048 19040 19048 19048 19040

伪R2 0.0029 0.0028 0.0028 0.0155 0.0156 0.0157

注：①**和*分别表示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聚类到村庄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2.商业保险参保金额。本文也考察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保金额的影响，研究结果

汇报在表 3（1）列和（2）列。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保金额产生了显著的促

进作用。此外，表 3（3）列、（4）列和（5）列、（6）列分别汇报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人

寿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参保金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也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商业人寿保险

和商业健康保险参保金额。具体来看，劳动力流动使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商业人寿保险、商业健康保

险的参保金额分别提高了 10.36%、7.93%和 5.81%，经济意义明显。

表 3 动力流动影响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保金额的估计结果

变量
商业保险参保金额 商业人寿保险参保金额 商业健康保险参保金额

（1） （2） （3） （4） （5） （6）

劳动力流动 0.1036** 0.0793*** 0.0581*

（0.0420） （0.0292） （0.0343）

劳动力流动人数 0.0746*** 0.0414** 0.0576***

（0.0258） （0.0174） （0.020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19048 19048 19048 19048 19048 19048

伪R2 0.0085 0.0086 0.0028 0.0027 0.0152 0.0155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对商业保险参保金额、商业人寿保险参保金额、商业

健康保险参保金额变量缩尾1%后取对数。③以劳动力流动比例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①
。④括号内为聚类

到村庄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①
篇幅所限，该估计结果详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本文附录中的附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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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制探讨

（一）参保能力：收入增长与财富效应

正如前文所述，劳动力流动隐性壁垒的逐步放松，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不仅有助

于促进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外出农民工的收入。从已有研究

来看，孙文凯等（2007）、尹志超等（2020）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的增长产生了较大的促进

作用。但是，甄小鹏和凌晨（2017）却发现，外出务工者和在家劳动者对农户收入的平均贡献率分别

为 23.8%和 22.5%，在他们看来，与在家劳动相比，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并不大。已有文献

主要用家庭收入（李尧，2022）和家庭的流动性资产规模（张正平等，2023）测度家庭参保能力。本

文认为，从本质上看，可以将商业保险参与视为消费型支出或投资型支出，而收入和可快速变现从而

用于支付的流动性资产（例如现金、银行存款、股票账户现金余额等）则是“购买力”的直接体现。

基于以上认识，一方面，本文定义了家庭收入变量，从“流量”视角检验增收效应；另一方面，

本文定义了流动性资产变量，包括现金、银行存款、股票账户现金余额、余额宝和京东小金库等灵活

易取的互联网理财产品余额，从“存量”视角检验财富效应。财富效应在本文中指家庭财富的增长效

应，本文使用流动性资产规模的增长来反映财富效应。表 4汇报了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

产生了显著的增收效应和财富效应，提高了农村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保能力。

表 4 机制探讨：收入增长与财富效应

变量

家庭收入 流动性资产

FE IV-FE FE IV-FE

（1） （2） （3） （4） （5） （6） （7） （8）

劳动力流动 0.5149*** 1.2822*** 0.1041* 0.9940*

（0.0151） （0.1303） （0.0581） （0.5829）

劳动力流动人数 0.3580*** 0.8297*** 0.0887** 0.6478*

（0.0101） （0.0849） （0.0384） （0.379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19048 19048 19048 19048 18522 18522 18522 18522

组内R2 0.8037 0.8106 0.7458 0.7534 0.0360 0.0361 0.0230 0.0228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FE和 IV-FE估计中，括号内分别为聚类到村庄层面

的稳健标准误和异方差稳健标准误。③表中回归所用工具变量与基准回归相同，根据村庄收入的中位数将样本家庭分为

两组，采用同村庄且同收入组别的其他家庭劳动力流动的比例作为观测家庭劳动力流动变量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

（二）参保意愿：风险防范动机

中国农村地区存在健康和医疗服务保障力度不足、养老设施不够健全、就业的内生动力匮乏等问

题，这些问题不仅使农村家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也使其产生了强烈的风险防范需求。前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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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劳动力流动提升了家庭收入，并产生了明显的财富效应。流动性约束的放松能够提高家庭防范

风险的能力，因此，可能会促进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接下来，本文将分别从健康风险、养老风险和

收入风险三个维度，系统探究风险防范动机对农村流动人口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

1.劳动力流动、健康风险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健康风险取决于个体当前和未来的健康状况，

是无法被保险的。但是，健康状况恶化所引发的经济风险（例如医疗支出风险）却有被保险的可能性

（何兴强和史卫，2014）。健康风险越高，家庭采取措施来缓冲由健康风险造成的经济风险的动机越

强。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财富效应可能满足了家庭为应对健康风险而进行风险防范的资金需求，从而促

进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已有文献运用家庭成员医疗或住院情况等客观指标测度健康风险（朱信凯和

彭廷军，2009；张凌霜等，2023）。参考上述文献的做法，同时结合CHFS问卷包含的信息，本文定

义了家庭成员住院比例变量，即在家庭层面计算上一年住院的人口数量占家庭总人数的比例，以此来

衡量家庭的健康风险。在此之后，本文分别在基准模型中引入劳动力流动相关变量与家庭成员住院比

例的交互项。表 5汇报了估计结果，（1）～（3）列和（4）～（6）列分别以商业保险参与和商业保

险参与比例为被解释变量。从交互项的估计结果来看，家庭成员健康风险越高，劳动力流动对商业保

险参与的正向影响越大。上述结果说明，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收入增长和财富效应满足了农村家庭为应

对健康风险而进行风险防范的资金需求，从而促进农村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

表 5 机制探讨：劳动力流动、健康风险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变量
商业保险参与 商业保险参与比例

（1） （2） （3） （4） （5） （6）

劳动力流动×家庭成员

住院比例

0.0511 0.0631***

（0.0366） （0.0182）

劳动力流动人数×家庭

成员住院比例

0.0587** 0.0488***

（0.0266） （0.0128）

劳动力流动比例×家庭

成员住院比例

0.1387* 0.1353***

（0.0771） （0.039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19044 19044 19036 19044 19044 19036

组内R2 0.0214 0.0215 0.0216 0.0151 0.0152 0.0154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聚类到村庄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回归中控

制了交互项的一次项。

2.劳动力流动、养老风险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于长永（2012）认为，传统孝文化影响下的

家庭养老是应对老年生活风险的重要方式。“养儿防老”观念在中国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老年人对养儿防老仍然具有很高的依赖性。对老年人来说，儿子养老天经地义，而女儿结婚后则成了

“外人”，既无分得遗产的权利，也不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女儿的养老支持对儿子的养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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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无明显替代作用，大多数有儿子的老年人依然会依赖儿子的养老资源（袁小波和杜鹏，2023）。因

此，在“养儿防老”的观念下，相较于拥有男性孩子的家庭，无男性孩子的家庭获得的养老支持更少，

此类家庭的风险防范动机更为强烈，劳动力流动对此类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可能更大。

本文借助与户主生活在同一家庭的男性孩子数量来测度养老风险。具体来说，本文定义了与户主

生活在同一家庭的男性孩子数量变量。为尽量排除户主养老规划意识不足和子女未成年等情况对估计

结果的干扰，本文选择户主年龄在 50岁及以上和 60岁及以上的样本进行分析。而后，本文在基准模

型中引入劳动力流动相关变量与同住男性孩子数量的交互项，表 6汇报了具体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

交互项变量显著且估计系数为负，表明同住男性孩子数量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

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弱化了农村家庭为应对养老风险而参与商业保险的动机。换言之，同住男性孩

子数量越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越大。这意味着，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财富效

应满足了农村家庭为应对养老风险而进行风险防范的资金需求，从而促进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表 6 机制探讨：劳动力流动、养老风险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变量
商业保险参与（户主年龄≥50岁） 商业保险参与（户主年龄≥60岁）

（1） （2） （3） （4） （5） （6）

劳动力流动×同住男性孩子数量 −0.0247** −0.0366***

（0.0121） （0.0135）

劳动力流动人数×同住男性孩子数量 −0.0212*** −0.0267***

（0.0074） （0.0090）

劳动力流动比例×同住男性孩子数量 −0.1183*** −0.1244***

（0.0375） （0.042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8908 8908 8908 5462 5462 5462

伪R2 0.0911 0.0908 0.0915 0.1027 0.1020 0.1023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表中报告的是各回归变量的边际效应。③2017年的CHFS数据

提供了识别个体与户主关系的信息，本文根据个体性别以及与户主的关系定义了同住男性孩子数量这一变量。④括号内

为聚类到村庄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⑤回归中控制了交互项的一次项。

3.劳动力流动、收入风险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与城镇家庭相比，农村家庭通常面临更高的

收入风险。从农民工来看，工资拖欠事件时有发生、劳动合同缺乏规范性、劳动权益保障不足、失业

保险参保率低等多种因素使农民工面临较高的收入不确定性（钱文荣和李宝值，2013）；从农业和农

村市场来看，农业生产活动过度依赖自然条件，存在高风险低收益的特征，而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市场

也往往缺乏规范性，这些因素使得农村家庭面临较高的收入风险。收入风险越高的家庭，财务脆弱性

越高。这是因为，收入风险通常会放大经济冲击对家庭的不利影响。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财富效应为家

庭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流动性条件，可能会满足家庭为应对收入风险而进行风险防范的资金需求，进而

对其商业保险参与产生促进作用。



“顺其自然”还是“防患未然”：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

- 94 -

本文参照沈坤荣和谢勇（2012）的做法来测度收入风险。具体而言，本文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因变量，以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年限、户主的性别和政治面貌、家庭成员的就业比例

和省份哑变量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得到残差值，以得到的残差值来衡量家庭的收入风险。残差值越

大，表明家庭面临的收入风险越大。在此之后，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引入劳动力流动相关变量与收入风

险的交互项，表 7汇报了具体的估计结果，其中，（1）～（3）列和（4）～（6）列分别以商业保险

参与和商业保险参与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1）～（5）列估计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相关变量与收

入风险交互项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尽管（6）列的交互项变量并不显著，但其估计系数的 t值为 1.58，

接近 10%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这说明，家庭的收入风险越高，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

与和商业保险参与比例的影响越大，也意味着，劳动力流动满足了农村家庭为应对收入风险而进行风

险防范的资金需求，从而促进了农村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至此，本文的研究假说H2得证。

表 7 机制探讨：劳动力流动、收入风险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变量
商业保险参与 商业保险参与比例

（1） （2） （3） （4） （5） （6）

劳动力流动×收入风险 0.0106* 0.0072**

（0.0059） （0.0031）

劳动力流动人数×收入风险 0.0083** 0.0032*

（0.0036） （0.0018）

劳动力流动比例×收入风险 0.0219* 0.0115

（0.0126） （0.007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16598 16598 16594 16598 16598 16594

组内R2 0.0200 0.0200 0.0198 0.0147 0.0142 0.0142

注：①**和*分别表示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聚类到村庄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回归中控制了交互项的一次项。

六、进一步分析

（一）劳动力流动、亲缘关系网络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兜底性保障机制，亲缘关系网络在农村家庭风险应对中具有一定作用。由血

缘关系密切的亲属建立的宗族网络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维系着宗族成员间的合作，规范着宗族成员

与非成员间的互动（Greif andTabellini，2017），是防范风险的重要方式。在中国农村，亲缘关系网络

对防范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可能会弱化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

为了检验这一研究假说，本文参照郭云南等（2012）、郭云南等（2014）的做法，以村庄是否有

宗族祠堂来衡量亲缘关系网络。若村庄内有宗族祠堂，则将宗族网络变量赋值为 1，否则为 0。为检验

宗族网络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商业保险参与中的作用，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劳动力流动相关变量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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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网络的交互项，表 8（1）～（3）列汇报了相关估计结果。估计结果显示，宗族网络与劳动力流动

相关变量的交互项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且边际效应为负，说明宗族网络能够有效弱化劳动力流动对

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此外，本文也定义了受访者和配偶的兄弟姐妹数量变量，并在计量模型中

引入劳动力流动相关变量与受访者和配偶的兄弟姐妹数量的交互项，表 8（4）～（6）列汇报了具体

的估计结果。各列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均显示，受访者和配偶的兄弟姐妹数量与劳动力流动相关变量的

交互项系数均为负。尽管（5）列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但是，交互项对应的 t值为−1.64，接近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的 t值临界值。该结果表明，受访者和配偶的兄弟姐妹数量越多，劳动力流动对家庭

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越弱。这意味着，亲缘关系网络降低了家庭的风险防范动机。至此，本文的

研究假说H3得证。

表 8 劳动力流动、亲缘关系网络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变量
商业保险参与

（1） （2） （3） （4） （5） （6）

劳动力流动×宗族网络 −0.0338*

（0.0200）

劳动力流动人数×宗族网络 −0.0294***

（0.0110）

劳动力流动比例×宗族网络 −0.1031**

（0.0408）

劳动力流动×兄弟姐妹数量 −0.0053**

（0.0024）

劳动力流动人数×兄弟姐妹数量 −0.0023

（0.0014）

劳动力流动比例×兄弟姐妹数量 −0.0080*

（0.004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12494 12494 12488 10719 10719 10707

伪R2 0.0879 0.0881 0.0883 0.1311 0.1305 0.1304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考虑到宗族网络、受访者和配偶的兄弟姐妹数量数据

的可得性，表中（1）～（3）列和（4）～（6）列分别使用2017年和 2015年的CHFS数据。③括号内为聚类到村庄层

面的稳健标准误。④回归中控制了交互项的一次项。

（二）劳动力流动、公共服务质量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除了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亲缘互助机制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也是一种有效的风险防范

机制，既可以为家庭提供“外部保护网”，也能够发挥兜底性的保障功能，帮助家庭抵御未知风险。

对农村居民而言，基础性的保障服务（例如五保供养、低保服务）均属于兜底性保障，可以确保农村

居民至少享有最低的生活保障标准。因此，社会救助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可能会弱化家庭的风险防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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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从而形成对于商业保险需求的替代。

为检验公共服务质量的改善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中的作用，本文根据村庄五

保服务和低保服务的完善情况定义了公共服务完善度变量。具体而言，本文将不完善、一般和完善分

别赋值为 0、1和 2，并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劳动力流动相关变量与公共服务完善度的交互项，估计结果

汇报在表 9（1）～（3）列。另外，本文也定义了五保服务改善度变量。具体而言，如果五保服务质

量有改善，则将其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在此基础上，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劳动力流动相关变量

与五保服务改善度的交互项，相关估计结果汇报在表 9（4）～（6）列中。估计结果显示，公共服务

完善度和五保服务改善度都有效弱化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表明公共服务质

量的提升能够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产生替代效应。至此，本文的研究假说H4得证。

表 9 劳动力流动、公共服务质量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变量
商业保险参与

（1） （2） （3） （4） （5） （6）

劳动力流动×公共服务完善度 −0.0385**

（0.0188）

劳动力流动人数×公共服务完善度 −0.0227*

（0.0119）

劳动力流动比例×公共服务完善度 −0.0621

（0.0391）

劳动力流动×五保服务改善度 −0.0519

（0.0352）

劳动力流动人数×五保服务改善度 −0.0415*

（0.0226）

劳动力流动比例×五保服务改善度 −0.1228*

（0.074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12007 12007 12003 12007 12007 12003

伪R2 0.0933 0.0929 0.0929 0.0912 0.0913 0.0912

注：①**和*分别表示 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考虑到公共服务完善度和五保服务改善度相关信息的可得性，表

中分析使用的是2017年的CHFS数据。③括号内为聚类到村庄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④回归中控制了交互项的一次项。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约束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隐性壁垒逐步放松，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离开

家乡外出务工，这在激活中国城市经济活力、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农村家庭的生计

状况和经济行为。与此同时，农村家庭面临的发展环境和风险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家庭的风

险防范动机更加强烈。随着多层次保障体系在农村地区的深入推广，农村家庭防范化解风险的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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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丰富，以商业保险为代表的风险防范工具不断渗透到农村家庭。尽管农村家庭在商业保险参保比

例上与城镇家庭依然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对 2015－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测算

结果表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保比例保持上升态势。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利用 2015年、2017年和

2021年CHFS的数据，系统研究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本文有以下研究发现：

第一，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商业

人寿保险参与和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商业保险参保金额以及商业人寿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参保金额均

具有促进作用；第三，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收入增长和财富效应，能够满足农村家庭为防范风险而购买

保险的资金需求，从而促进农村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第四，亲缘关系网络和公共服务保障对削弱农

村家庭风险防范动机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归纳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应适当降低面向农村居民的保险产品的费率，鼓励商业保险产品的创新。商业保险建立在

商业原则的基础上，具有比社会保险更高的参保门槛和保障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居民的

参保能力。尽管农民工家庭的收入有一定改善，但他们仍然可能会因为资金约束问题而放弃购买商业

保险。针对农村家庭面临的资金约束问题，政府可以考虑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引导保险机构降低费

率，使商业保险在让利农民的同时提升业务普及率，全面推动农村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同时，应大

力支持和鼓励保险机构进行产品创新，设计并持续优化面向农村居民的商业保险产品，吸引农村居民

购买商业保险。

其次，应引导亲缘关系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嵌入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充分发挥亲缘关系网

络在促进风险共担中的作用。正式制度的建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非正式制

度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应积极发挥非正式制度的有益价值，推动建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

支持、相互促进的包容性制度体系。同时，政府也应注意农村人口外流、农村人口的空心化和老龄化

问题对非正式制度发挥有益价值所形成的削弱作用。从长远看，政府仍应大力推动市场化保障机制在

农村地区的普及和推广工作，不断提升农村家庭风险防范手段的多样化和市场化程度。

最后，应大力优化和完善面向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村家庭在医疗、养老、就业等方

面的不确定性。农民工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决策表明农村家庭具有强烈的风险防范需求，这些风险包

括健康风险、养老风险和收入波动风险等。政府未来应逐步从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向提高社会保障

的深度转变，在健康护理产业、养老服务和养老设施建设、就业创业机制建设等方面持续健全和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保障的深度，不断降低农村家庭的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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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It Be” or “Nip It in the Bud”: The Impact of LaborMigration onRural
Household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Insurance

LIUTaixing YINZhichao

Abstract: Rural households in China face economic risks that are complex and varied with significant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issues,

and rural families have strong motivation to prevent risks.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for 2015, 2017, and 2021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on household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insuranc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labor migr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rural households’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insurance.

Specifically, labor migration notably enhances the extent of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life insurance and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as well 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amount of coverage in various types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for rural household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income growth and wealth effects resulting from labor migration meet the financial needs of

rural households for purchasing insurance to address uncertainties such as health risks, pension risks, and income risks, thereby

promot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insurance. Further investigation finds that the strengthening of kinship network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service quality effectively mitigates the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rural households’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insurance.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ural

household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insurance and offer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better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rural household risks and improving their financial resilience.

Keywords:LaborMigration;Commercial InsuranceParticipation;RiskPreventionMotivation;KinshipNetwork;PublicServic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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